民国校长们眼中的教育对建设“双一流”还适用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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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何谓大学？何谓大学精神？这是一个在知识界争论不休问题。如何办好大学，校长起着关键之作用。校长作为大学的掌舵人，其学识眼光、人格魅力和治校才能，决定着大学的命数。民国时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，而就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蔡元培、蒋梦麟、胡适、梅贻琦、张伯苓、竺可桢等“名校长”。他们民主治校、培养通才、注重人格教育的光辉思想，在今天看来依然熠熠生辉。这些民国校长们眼中的教育在今天还适用吗，他们的教育理念对当下中国建设“双一流”大学是否还有借鉴意义？


　　（左起）蒋梦麟、蔡元培、胡适、李大钊

　　蔡元培：“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。”
　　▍教育主张：“教育独立”、“五育并举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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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蔡元培 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）

　　蔡元培，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，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。在任北大期间，坚持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办学原则，主张“教育独立”、“五育并举”，提倡教授治校，民主管理。他不拘一格为北大延揽人才，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。

　　蔡元培就职后，第一次对学生训话，就明确指出：“大学者，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”，要求学生“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。”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。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的过程中，提出了著名的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方针。用“十六字箴言”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：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。“兼容并包”的精神下，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。以文科为例，从陈独秀、胡适、李大钊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周作人、鲁迅，到辜鸿铭、刘师培、黄侃，大师云集，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。仅两年多时间，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“精神圣地”。

　　1919年6月15日，蔡元培发表《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》，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：第一，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；第二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；第三，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。“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。”读完乃挂冠而去。

　　胡适：“教育就是要给人提供选择的机会。”
　　▍教育主张：民主、独立研究、不盲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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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胡适 1946年至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）

　　胡适，著名思想家、哲学家，以倡导白话文、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。他与蒋梦麟都是杜威的学生。1917年8月，在陈独秀力荐下，从美国学成归来满腹西方民主思想的胡适出任北大哲学系教授，并通过《新青年》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。1946年至1948年任北大校长。

　　在北大举行的开学典礼上，胡适向全校学生动情地说：“我只做一点小小的梦想，做一个像样的学校，做一个全国最高学术的研究机关，使她能在学术上、研究上、思想上有贡献。”他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“善未易明，理未易察”与大家 一起反省，这或许可以解读为他一贯的教育思想。

　　1919年胡适发表《大学开女禁的问题》，主张在北大招收女生，并呼吁社会改革女子教育。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胡适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《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》的提案和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《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》的提案。并着重指出“教育是立国之本，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。”

　　胡适对民主的实行，始终是有信心的。他总是提倡要独立研究，不盲从，不受欺骗，不用别人的耳朵当自己的耳朵，不用别人的眼睛当自己的眼睛，不用别人的头脑当自己的头脑。
　　蒋梦麟：“大学要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和思想自由的精神。”
　　▍教育主张：培养“科学之精神”、“社会之自觉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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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蒋梦麟 1930年至1945年任北大校长）

　　蒋梦麟，1928年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，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，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。他认为教育应以培养“科学之精神”、“社会之自觉”为目标。关于他的贡献，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：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，学问不如胡适，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。对于傅斯年的看法，蒋先生是认可的，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：“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，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。”

　　蒋梦麟认为，正像西方的谚语所说的那样，“旧瓶不能装新酒”。作为新思潮的发祥地，北大既有新精神，便不可不有新组织。犹如有了新酒，不可不造一个新瓶。在他的主持下，北大创设教务、总务两处及聘任、财务等委员会，均以教授为委员。 根据教授治校的原则，蒋梦麟于1920年创设评议会、行政会议、教务会议、总务处四大部。评议会司立法，行政会议司行政，教务会议司学术，总务处司事务。教务会议仿欧洲大学制，总务处仿美国市政制，评议会、行政会议，为北大首创。蒋梦麟首创的行政会议有点类似于西方民主政体中的行政机关。行政会议及各委员会之委员由校长推举，经评议会通过，一半采纳民主的意思，一半采取效能主义。

　　在蒋梦麟主持完成的这一系列改革中，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北大能够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，从而实现学术自由、教授治校的现代教育理想和教育理念，使大学真正成为不受政治干扰，相对独立和自主的学术机关，并以无畏地追求真理，作为治校的基本准则。

　　蒋梦麟提出自己的期待：

　　第一，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。

　　第二，具有思想自由的精神。

　　正是有了这种精神，虽然此后中国在政治上风暴迭起，但北大却在这一批有勇气、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，引满帆篷，安稳前进。

　　梅贻琦：“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，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。”
　　▍教育主张：按教育规律办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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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梅贻琦 1931年任清华大学校长，1937年抗日战争时，清华与北大、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，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回北平筹备复校，继续担任校长，直到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前夕。）

　　梅贻琦校长1931年在清华就职演说时强调：“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，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。”孟子说：所谓故国者，非谓有乔木之谓也，有世臣之谓也。我现在可以仿照说：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　　多方延揽人才，竭力保护人才，梅贻琦的骨子里，有着对办好一所大学最“固执”的信仰：按教育规律办事。梅贻琦对清华的贡献是“搭成了一个好班子”，而非是他自己说的“运气好”，凑巧在一个好班子。从培养人才、科学研究等大处着眼，这样一个班子、一套体系的运作，自然是成果斐然。

　　梅贻琦一生几无学术成果，也从来没有被称为“大师”，但在他任期内，不仅为清华请来了众多大师，还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大师。身为一名教育家，这就是梅贻琦的伟大之处。

　　梅贻琦从1931年到1948年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，在他任校长之前，清华师生赶校长、赶教授是家常便饭，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。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，梅说：“大家倒这个，倒那个，就没有人愿意倒梅（霉）！”

　　张伯苓：“惟其允公，才能高瞻远瞩，正己求人。”
　　▍教育主张：“知中国”、“服务中国”、造成“现代能力”之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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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张伯苓 1904年，经过四个月的细心考察后回国，成立“私立中学堂”即南开中学）

　　民国以来，中学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。张伯苓是个教育救国的伟大实践者，他给南开制定了“允公允能，日新月异”的校训：“惟其允公，才能高瞻远瞩，正己求人。”张伯苓常说，学生“不单是要从书本上得到学问，并且还要有课外活动，从这里得来的知识学问，比书本上好得多”。

　　作为杰出的教育家，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，他不但提出了“知中国，服务中国”的教育理念，树立了全新的教育目的，即应造就具有“现代能力”的学生；而且始终将强烈的爱国主义、科学精神贯穿于教育之中。
　　在他的倡导下，南开中学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成立，为“教育立人”创造了载体，如敬业乐群会、美术研究会、摄影研究会、文学会、京剧社、新剧团、校风出版社、武术社等。值得一提的是南开的剧团尤其有名，因此有“话剧的摇篮”之美誉。曹禺、黄宗江等人都是从南开走上话剧道路的。

　　竺可桢：“现在大学教育，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，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。”
　　▍教育主张：改良社会、服务地方、弘扬道德、发展学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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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竺可桢 1936至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）

　　前不久，一位大学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，再过十年，你们如果不能赚到上千万，就不要回来见我（大意如此）。这件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，大家都觉得他太过分了，但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，却很少有人能够说出。

　　对于这个问题，竺可桢有很好的解释。他说：“大学目的，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，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。”这就是说，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，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，怎样生活。为此，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，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。他还说：“专精一门技术的人，头脑未必清楚；反之，头脑清楚，做学问办事业都行。

　　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，1936年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时，他还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：“第一，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，即所谓Academic Freedom。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；第二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，不能全注重于实用，理论科学应给予充分发展之机会。”

　　陶行知：“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，唯独从心里发出来，才能达到心灵的深处。”
　　▍教育主张：生活教育；强调以人为本，教育为根，德育为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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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陶行知 1927年3月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并任校长）

　　民国时期的教育除了提倡通才教育之外，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。

　　在这方面，陶行知先生有深刻的研究。他说：所谓学生自治，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。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，不是为了驾驭别人，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。学生自治的目的，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，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;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，承担共同事务，明辩公共是非 。
　　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，创造教育是核心，民主教育是目标。强调以人为本，教育为根，德育为先，可八个字来阐述。即“实、活、真、创、爱、新、行、人”。陶行知说：“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。唯独从心里发出来，才能达到心灵的深处”。我们不难想象，离开了情感，一切教育都无从谈起。教师应以真诚的感情对待学生，用情感赢得师生心灵的交融，把每个学生作为有人格、有独特性、有希望的人去尊重、去爱护。与学生心心相印，才能产生巨大的教育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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